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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理论评论·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起源与发展评述
＊

杨晓兰　倪鹏飞

内容提要：在人类进入城市世界的新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升级、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社
会及生态环境的变迁，城市面临提高竞争实力和维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正成为
多领域聚焦的课题。本文从历史比较的视角，通过重点回顾最近十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竞争力相
关研究成果，检视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内涵、理论支撑、影响因素、评估方法等方面的演进与发展。
研究发现：竞争力的内涵正在从经济层面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可持续层面，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体
现为社会和环境对经济的兼容促进，反映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互惠统一；与此同时，竞争力的目
标不断从财富创造转向提升生活质量；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从贸易与增长发展转到新经济地理及内
生增长；竞争力构成要素则从数量比较优势转向质量竞争优势，从短期经济优势转变到长期综合优
势，从当地聚集优势转变到全球联系优势。
关键词：可持续竞争力　环境可持续　社会公平　科技创新

一、引言

伴随着全球科技的日新月异，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作
为增长的引擎、发展的平台和决策的中心，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城市的
增长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经济的全球化和权利的多极化背景下全球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全球
流动更加频繁，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其次，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力量的调整，再加上全球化使
得各国所面临的多元文化冲突和社会阶层分歧的加剧，城市面临动荡和不确定的风险增加；第三，信
息技术创新、人工智能、３Ｄ打印等科技的突飞猛进又给城市发展带来诸多机遇和新的挑战；第四，人
类的过度消费和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引发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制约着人类聚居城市的

未来。
当前，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认识到依靠传统的以能源和低廉劳动力

为优势的发展道路不能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城市需要为竞争力寻找新的动力，为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方面，面对全球更加多样、复杂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并
持续繁荣，如何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成各国各区域发展的重要议题（Ｋ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另一方面，全
球化、经济活力、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是携手发展的，不同集合的竞争优势之间是相互促
进的（Ｂａｌｋｙｔｅ　＆Ｔｖａｒｏｎａｖｉｉｅｎｅ，２０１０）。总之，城市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将影响城市未来发展，推动
着城市发展目标的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激烈的城市经济竞争和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

是资源要素投入和竞争的加剧也引发多重矛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土地财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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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重复开发建设和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空间集聚效率低下资源环境的过度透支，土地
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与此同时，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并向高收入迈进，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
革，居民的消费意愿和社会参与增加，政府该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诸多变革和如何面对经济、政治和
社会的诸多挑战成为棘手问题。

有鉴于此，发展并界定能让经济、社会、环境多方面内容与目标兼容的可持续竞争力新概念，创
建使可持续发展与竞争力为一体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新理论，以此来聚焦全球化、经济增长、可持续
发展、社会福利和竞争力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城市综合发展和全面竞争的复杂机制，来指导城市经济
走向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二、概念内涵：从经济竞争力到可持续竞争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城市在集聚资源中的能力凸显，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城市竞争力已经成为地理学、经济学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学者们在城市
竞争力的概念界定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而是基于不同视角对竞争力概念进行了阐释。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学者们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竞争力问题进行融合，发展了可持续竞争力概念。

（一）城市竞争力的内涵
根据以往文献，学者们从市场份额、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与消费功能等角度对城市竞争力概念

进行解释。

第一，基于市场份额竞争的竞争力内涵是在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国家和区
域间对资源、人力资本、贸易、企业等方面的争夺日益激烈，竞争力这一原本在企业竞争战略中被
广泛应用的词汇被引进到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研究中。英国贸易与工业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最早对地域竞争力进行定义：“在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下，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
产品和服务，同时能够长期维持本地人民的收入水平的能力”（ＤＴＩ，１９９５）。Ｌｅｖｅｒ　＆ Ｔｕｒｏｋ
（１９９９）结合城市本身的地域限制，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且能够满足区域、

国家和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同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Ｃｏｏｋｅ（２００４）吸取上述思想，从产品供给的角度对区域竞争力进行如下解释：“国家的
局部区域能够吸引具有稳定而持续增长的企业的能力，并且保持参与活动的主体具有稳定和增长
的收入。”过去３０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各地的城市也将城
市繁荣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市的竞争力问题。

郝寿义和倪鹏飞（１９９８）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
的自身创造财富和推动地区、国家或者世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能力。”上述定义
广泛应用于包括ＯＥＣＤ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工作报告与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中，也被许多学者引用
或作为对城市竞争力解释的参照（Ｃａｍａｇｎｉ，２００２；Ｄｅａｓ　＆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２００１；ＯＥＣＤ，１９９９；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ｇｇｉ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２００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９；Ｓｔｏｒｐｅｒ，１９９７）。然而，Ｉ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在
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指出：“城市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类似，都是对市场份额的争
夺。”但该想法过于简单，对于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缺乏考虑，城市在吸引企业与开拓市场方面较
之国家具有局限性。

第二，在基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的竞争力内涵中，城市竞争力的衡量标准是劳动生产率。迈
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中指出，劳动生产率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波
特认为当地企业的产出效率是地域竞争力的核心，因此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营造有利于地方发展
的营商环境和优势，以利于本地企业发展并能够吸引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地区竞争力的概念也引
起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注意，他认为如果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讨论竞争力这个概念，其
唯一的内涵就是“劳动产出效率”（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６）。Ｓｔｏｒｐｅｒ（１９９５）认为劳动生产率分为企业劳动
生产率和城市产出效率，企业对于创造就业和促进地方发展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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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率取决于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主体的协同发展，不仅仅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包括经济结
构和整体协同效率等因素。无论是企业劳动生产率还是地方生产效率都是经济效率的直接衡
量。

第三，基于城市服务功能视角的城市竞争力内涵。Ｋｒｅｓｌ（１９９５）是较早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专门
解释的学者之一，并给出了城市具有竞争力的一系列评判标准：创造和提供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机
会；生产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生产的产品具有稳固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收入弹性；经济增长能
够带来更高的就业率水平；城市的发展能够可持续；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次不断提升。上述城市
竞争力的概念从城市的功能定位出发，虽然采用了更加综合和多元的解释，但是还是在经济效率的
框架下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有关竞争力的研究日益增长，但是多数都是与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当期劳动生产
率相关，认为城市是生产的场所。从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尽
管在界定城市竞争力的定义时，许多学者给出了差异化的表述，但是多数仍然是基于经济竞争力的
理论框架，对经济竞争力以外的目标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内涵
竞争力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表现之一，学术界在竞争力研究中特别关注竞争力

的可持续性问题。Ｌｅｖｅｒ（１９９９）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竞争力要达到的目标，只关注短期的经济增
长会导致“贬损的劳动力成本”，“降低的环境标准不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他们还指出“分配公平性
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Ｓｎｉｅｋａ　＆Ｂｒｕｎｅｃｋｉｅｎ（２００９）认为区域竞争力是地区利用各种要
素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并且区域具有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

表现之二，研究者将可持续思想融入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中。Ｐｏｏｔ（２０００）认为可持续竞争力是一
个地方实现持续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应将关注点放在影响城市可持续增长的要素上。世界经济论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在对国家与地区竞争力的研究中指出竞争力是一系列的政策、机构和资源
禀赋所决定的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又限制了经济体的可持续繁荣的水平
（Ｓｃｈｗａｂ，２００９）。Ｓｃｈｕｌｌｅｒ　＆Ｌｉｄｂｏｍ（２０１５）对欧盟和北美４４个发达国家竞争力、商业竞争力和居
民福利水平的关系研究中表明，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支撑高福利的环境作为吸引和发展世界
级公司和员工的要素禀赋正成为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

表现之三，最近十年来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及可持续能力与经济竞争相结合的观点。Ｇｒｕｎｄｅｙ
（２００８）认为应将可持续能力原则应用到经济领域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Ｒｕｔｋａｕｓｋａｓ（２００８）

认为竞争力的定义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定义需要予以结合并进行适当解释和定量评估。在评估地
区竞争力时应将地区环境可持续能力作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竞争力的可持续性需要对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矛盾进行解释，现有文献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
总结：一是在较少对资源和环境消耗的基础上提高竞争力水平；二是将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挑战转化
成可持续增长的动力。Ｐｏｒｔｅｒ　＆Ｌｉｎｄｅ（１９９５）较早地对环境管制与地域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其观点认为：第一，环境管制可以促进环境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弥补环境管制给企业造成的成
本；第二，恰当的环境管制不仅具有社会效益，也可以激励被管制者从事创新活动。Ｌａｎｏ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将迈克尔·波特有关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应用到城市和地区层
面，形成了一个有关城市和地区的环境竞争优势的假说：一方面，那些与环境相关的产业将获得发
展，促进城市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受环境限制的企业能够催生产品改进和创新，以抵消掉因环
境改善带来的成本。

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是人类活动与自然世界的稳定关系，从而使下一代的生活质量不会下降。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城市规划界和政策制定者所青睐，可持续发展以更新颖的方式广泛吸引着学
术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将竞争力置于可持续发展动力和结果中，通过创造有竞争力的增长，实现可
持续发展。Ｋｅｒｎ　＆Ａｌｂｅｒ（２００９）认为城市是气候变化及其解决方案的关键来源。因此，城市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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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候意识”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促进气候环境改善的同时，应维持和促进绿色增长。Ｋａｍａｌ－Ｃｈａｏｕｉ
＆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９）分析和总结了集约增长、绿色相关的税收和财政政策等城市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认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对于解决全球性的可持续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Ｌａｐｉｎｓｋｉｅｎ
＆Ｐｅｌｅｃｋｉｓ（２００９）对德国、荷兰等９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包括生态环境、交
通、社会等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指标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
间有显著正向关系。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跟踪了８个城市长达２０年的竞争力导向的城市政策，研
究显示城市的主要挑战是平衡经济竞争力、社会进步和环境的衰退。

可持续竞争力概念逐渐清晰：Ｂａｌｋｙｔｅ　＆Ｔｖａｒｏｎａｖｉｉｅｎｅ（２０１０）总结了最近十年欧盟提倡的可持
续增长（即资源有效利用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通过聚焦竞争力与可持续能力的相互作
用，首次提出了更广泛内涵的“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认为经济的动态变化、社会进步、可持续与竞
争力是一体的。欧盟制定的“欧盟国家２０２０年发展战略”中设立了三个并行的目标：精明增长、可持
续增长和包容增长。精明增长指以教育、知识和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增长指提高资源效
率，实现绿色和环保推动的发展；包容增长指提供高就业，提倡社会和区域的和谐（ＥＵ，２０１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一个城市通过提升其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优势，系
统性实现城市最优化发展，更好、更可持续地满足城市居民复杂而挑剔的社会福利的能力。竞争力
的目标从为财富而竞争转向为创造和提供创造和福利而竞争。

三、理论基础：从传统的经济理论到新的发展理论

从城市竞争力的概念被提出伊始，学者们尝试用多种理论对城市的增长进行解释（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３）。早期更加偏重于利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解释：如贸易
理论、输出基础理论和专业化集聚理论等。而随着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学者们利用区域集
聚和内生增长理论对城市竞争要素进行解释，如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和多样化
发展理论。上述理论从不同维度对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动力进行解释，而后者在解释可持续竞争力方
面更具说服力。

（一）从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
依据贸易理论，出口是推动区域和国家增长的关键要素。而从城市的角度，出口不仅仅指的是

向国外的出口，本地区生产且非本地消费的商品都算作“出口”（Ｃａｍａｇｎｉ，２００２；Ｄｅａｓ　＆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２００１）。Ｍａｒｔｉｎ　＆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总结认为传统的贸易增长理论强调出口专业化对城市竞争力的影
响，并解释了以贸易为基础的专业化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即城市的出口专业化依托于城市要素禀
赋和城市比较优势。出口需求带来地方产出的增长，产出的增长和规模经济引发城市企业中的技术
变革，技术进步又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以及竞争力提升。

根据贸易理论，地区间发生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依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城市的
比较优势来自于自然资源、劳动力、区位优势等传统要素，城市要吸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投
资，发展出口导向的产业。在城市竞争力研究中，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被重新进行了解释：Ｃａｍａｇ－
ｎｉ（２００２）认为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为基础的要素禀赋在区域层面具有不稳定性，容易流动，绝对
优势或相对比较优势更适合解释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绝对优势是指城市所具有的发达的技术资
本、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和组织机构，这些资产共同作用产生的正外部性和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ｏｐｅ），以及这些城市资产的组合给企业带来高收益和高生产效率是任何其他生产要素所不能取
代的。

新经济地理理论是将传统区位理论与现代一般均衡方法相结合，解释区域增长不平衡和空间集
聚问题（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根据新经济地理模型，区域集聚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

一种是以规模报酬递增为代表的向心力；一种是以冰山成本为代表的离心力，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
—９９—

杨晓兰 倪鹏飞：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起源与发展评述



　 　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于集聚和分散两种力量的作用。而集聚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会表现为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即劳
动生产效率的提高（Ｂａｌｄｗｉｎ　＆Ｆｏｒｓｌｉｄ，２０００；Ｂａｌｄｗｉｎ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Ｆｕｊｉｔａ　＆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

Ｐｏｔｔｅｒ（２００９）认为新经济地理启发政策制定者关注四种影响空间经济效率的力量：空间资源再配置、

拥挤成本、交易的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程度。竞争力政策通过区域政策影响上述因素，进而影响空间
经济效率。克鲁格曼认为以竞争市场份额为标准的国家竞争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创立的新经济
地理理论恰恰成为竞争力的理论基础。自２１世纪初以来，随着理论的创立和完善，新经济地理理论
逐渐成为城市竞争力分析的基础工具。

（二）由需求拉动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学中的需求拉动理论又叫输出基础理论（Ｅｘｐｏｒｔ　Ｂａ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把城市的产业部门分

为输出部门和非输出部门，输出部门是本地生产大于本地消费的部门，非输出部门是本地生产且满
足本地消费的部门（Ａｎｄｒｅｗｓ，１９５３；Ｎｏｒｔｈ，１９５５）。根据输出基础理论，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取决于
输出部门的竞争，一个城市的发展受到外部经济对本地专业化产品需求的影响。区域经济学学者将
凯恩斯乘数理论和累积循环增长理论引入区域研究，前者解释输出活动通过乘数作用扩大本地的产
出、消费和投资，后者强调贸易在提高城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外
生冲击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地方经济更加依赖于全球
市场。Ｓａｓｓｅｎ（２００１）就指出全球化的分工与合作加剧了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全球城市的产生也证明
了本地经济发展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依赖于世界经济。该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该理论过于
强调地方发展受到外部经济影响，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地方发展能够吸引投资，也没有解释地方化
产业的形成；二是该理论无法解释城市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没有对本地竞争优势给予关注。该
理论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在城市发展中注重短期增长快的专业化产业发展，而忽视长期产业的持
续增长，也忽视了产业与当地其他产业的衔接与配套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的创造引入增长模型，知识部门的递增收益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经
济能够持续增长（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教育资源、“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和知识的溢出使得经济保持创新能力，知识和创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知识部门的增
长和积累对于经济竞争力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企业为了寻求超额利润而从事创
新和科研活动，这种创新活动成为其他企业的投入要素，从而促进行业的创新和增长。Ｋｎｉｇｈｔ
（１９９５）借鉴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对城市部门的知识集聚进行研究，认为知识部门是城市发展的根本，

在地区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和环境因素对经济的贡献而非生产部门本身。Ｊｅｎｓｅｎ－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认为信息便捷沟通、物质和信息流动网络、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企业和产业是城市创新环境的
关键要素，决定城市长期竞争力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地理区位的接近有利于知识和创新的溢
出，因此创新环境成为地区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强调长期与可持续的增长取决于地
方的知识资本积累和知识的外溢。

（三）从专业化集聚到多样化集聚
马歇尔（１９８０）的规模报酬理论指出，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专业劳动力市场、知识和技术溢出能

形成地区外部经济。收益递增的外部经济使得地方形成区域累积增长动力，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
率和收入水平，进而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集聚（Ｇａｒｄｅｎ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３）。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２）具体
解释了城市经济的外部性，认为城市经济增长效率得益于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外部经济，通过城
市化和地理接近性，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加，知识和思想的外溢变得更容易，城市规模报酬递增出
现。

城市外部经济可以通过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集聚实现。专业化产业集聚指相同产业
和具有直接关联关系的产业的集聚。多样化产业集聚起源于在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一书中的阐述，她指出城市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以及新的工种的产
生，多样化的城市比专业化的城市更容易产生新的工种、新的企业和创新活动。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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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间美国八大制造业的数据对城市的多样化外部性和专业化外部性进行检验发现，专
业化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集聚都存在正外部性，但是二者在不同产业的作用程度不同：传统的资
本密集型工业存在显著的专业化外部性却不存在多样化外部性；而新型高科技部门即存在专业化外
部性，又存在多样化外部性。与此相对应，新的产业往往在大都市地区被创造出来，而传统行业和成
熟产业则与当地的集聚的劳动者的专业化能力、区域自然要素禀赋有关，一般集中在专业化的中小
城市。

如果说传统的中小城市、制造业产业区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专业化聚集，那么现代化大都市
及都市区的竞争力则更多地体现在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多元化的城市要素以及多层次的城市空间集
聚与集群。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提出了“消费城市”概念，指出未来城市保持持续增长和繁荣将更加
依赖于城市的消费功能。城市的消费功能表现为城市所提供的各种设施，包括城市多样的服务和消
费产品、城市独有的物质和精神设施、城市的便捷交通和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经验研究发现，能够提
供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的城市比缺乏消费功能的城市增长更快，这可以通过租金的增长快于工资水平
的增长得到验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多样化的城市依然是最具吸引力和最具创
新活力的地方。Ｃｅｌｌｉｎｉ　＆Ｓｏｃｉ（２００２）认为，城市不仅仅是企业追逐利润的场所，也是人们追求生活
品质的地方，城市竞争力需要用一系列“物质和非物质的投入与设施”来评价。Ｔｕｒｏｋ（２００４）认为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地方的繁荣，而一个地方的繁荣受到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机构的资源与资
产的共同影响。Ｔｕｒｏｋ（２００４）把环境和社会因素看作是城市竞争力因素，认为物质、社会、经济和
机构资源是影响城市绩效的资产，都应该加以重视。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ｆáｓ（２００８）指出竞争力的关键
目标是支持城市居民获得比物质生活标准更广泛的、高质量的居民福利，这包括反映社会进步的
社会福利，包括改善生活品质的物质资源、医疗、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等。Ｂｕｄｄ　＆ Ｈｉｒｍｉｓ（２００４）

建立了区域竞争能力模型，集合了企业层面的竞争优势和城市层面的比较优势。地方化经济、城
市化经济和经济体集群经济是企业竞争优势和城市比较优势的间接解释机制。企业Ｘ－效率实现
需要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作用的发挥，集聚经济的外部性通过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而提升当地劳
动生产率水平。

四、构成因素：从经济优势到综合优势的转型和提升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也是城市竞争力要素的升级和发展。Ｃａｍａｇｎｉ　＆Ｃａｐｅｌｌｏ（２０１０）

认为：城市竞争侧重点应从发展因素到创新因素，从硬要素到软要素，从功能化到集成化方式转变。

诸多的研究也显示：与竞争力相比，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构成呈现出多方面的转化和升级。
（一）从数量比较优势到质量竞争优势
无论是从竞争力的理论源头还是从竞争力发展过程看，一般生产要素禀赋的绝对和相对数量优

势都是竞争力的最初始的构成要素。可以将这些优势概括为数量比较优势或者数量绝对优势。事
实上，随着城市发展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必须从利用数量比较优势转向依靠质量竞争优势，

即依靠高质量的要素和环境，而这些质量竞争优势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而且还可以减
少对环境的破坏。

第一，随着城镇化由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高端要素和软件要素成为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迈克尔·波特（２００７；２０１１）用决定竞争优势的六方面的力量构建“钻石模型”，并强调这六种力量的
相互作用成为当地的竞争优势，以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而推动地方创新。波特认为竞争优
势可以理解为动态的经济集聚和知识积累，所以真正的竞争力从“廉价劳动力、低劳动成本和低商品
价格”转变为“领先的创新、改善的能力和改进的能力”。波特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竞争力来
源总结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Ｄｅａｓ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２００１）指出，动态竞争力的目标包括
企业为基础的目标（小企业的净增长和大企业总部数量）和地区为基础的目标（城市租金水平）。竞
争力提升是发掘城市资产的过程，城市资产包括经济环境、政策／机构环境、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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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指出软的外部性取决于地区知识、学习和创造力，地区竞争的基础是生产能力、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基础设施资本和知识创造能力。Ｍａｒｔｉｎ　＆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认为城市持续
提升营商环境、技术基础和基础设施、社会和文化设施的能力，吸引和留住高增长、创新和具有持续
盈利能力的企业以及高素质、创新和创业型人才，以此能够获得高劳动生产率和较低的收入与社会
不公平。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１）认为应该对城市的比较优势重新定义，城市的比较优势应该包括一切“软资
源”，特别是知识、能力、资格、制度和文化特征等。Ｍｅｔａｘａｓ（２０１３）在对四个南欧小企业的调查研究
中发现，当地政府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对企业和城市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导向影响，并且企业非常看
重城市的软要素环境。

第二，科技要素聚集的规模效应以及所形成的内生力量推动可持续的增长。首先，科技要素的
聚集推动创新。Ｌｅｖｅｒ（２００２）和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　＆Ｓａｒｉｍｉｎ（２０１１）发现高密集度的城市有利于隐性知识
的产生和外溢，知识与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一致的关系。以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为代表的知识
社区被认为是推动城市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可以集聚创新人才，促进产业、产品和服务创新。Ｅｗ－
ｅｒｓ　＆ Ｍａｌｅｃｋｉ（２０１０）和Ｋａｔ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认为，后工业时代探索以知识和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之路可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其次，人力资本集聚与知识集聚高度相关。Ｈｉ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９）和 Ｗｉｎ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认为人才积累与当地的知识积累高度相关，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和城市也集聚了国家级
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同时大学和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进行深造的环境，也吸引和留住人才在
本地工作。再次，人力资本集聚也会刺激多样化的需求进而影响创新。Ｃａｐｐｅｌｌｉｎ（２０１１）认为城市不
仅仅是生产和工作的场所，也是消费地和居住地，城市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所产生的新的服务和商品
创新也促进了城市新产业的诞生。

第三，开放包容文化是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之一。首先，文化的开放性能够使地方文化与世界文
化衔接，并吸引多样化的人才。人的多样性又能使多种文化相互碰撞，带来外部溢出效应。Ｆｌｏｒｉｄａ
＆Ｔｉｎａｇｌｉ（２００６）指出，创意人才往往被吸引聚集到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和高容忍
度，因此世界性的城市文化成为创意人才聚集城市的独特竞争优势。Ｈｏｙｍａｎ　＆Ｆａｒｉｃｙ（２００９）通过
建立创意阶层与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创意阶层的影响是长期的。其次，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４）

提出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城市文化可以通过产业的形式进行生产、传播和消费。欧盟倡导利用
当地文化支撑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鼓励多元文化的融合（ＥＵ，２００９）。Ｐｒａｔｔ（２００９）介绍了伦敦
利用文化进行旧区改造的例子，强调文化不仅仅是消费品也是产业，文化产业在促进城市竞争力中
发挥重要作用。再次，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４）强调文化相关的产业往往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高工
资的就业岗位，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不仅表现为引领城市各部门经济发展，还表现为对城市
整体环境的塑造和城市精英的形成。Ｃｏｓｔａ（２０１０）比较了里斯本和波多黎各利用文化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案例，分析了创意人才、创意活动和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Ｍｕｓｔｅ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通
过对１３个欧洲创意都市区的文化和创意相关产业的研究发现，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更加能够吸
引游客，并且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

在实践层面，发达国家和地区正践行以知识为本的城市发展模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些国家的区域战略致力于“知识城市”、“创新城市”的建设，以此提高了城市的可持续
增长能力（Ｅｗｅｒｓ　＆ Ｍａｌｅｃｋｉ，２０１０；Ｋａｔ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Ｍｅｔａｘａｓ，２０１３）。一些国家将城市或地区制定
的知识创新指数作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评判标准，如美国的“新经济指数”（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 Ａｎｄｅｓ，

２０１０），英国的“世界知识指数”（Ｈｕｇｇｉ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等。
（二）从短期经济优势到长期综合优势
竞争力初级理解是经济竞争力和当期竞争力，一个城市如果拥有财富创造所需资源和要素等短

期经济优势，就能够获得高于其他城市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城市只有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和社会
发展等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才有可能拥有长期可持续的经济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繁荣。

第一，生态环境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Ｗｏｌｆ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指出，根据新贸易理论，由于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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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竞争建立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所以战略性环境政策促使垄断者先做出反应，从而赢得价格上
的优势，或者在先发的产品技术创新中获得竞争优势。Ｈａ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认为，环境污染与资源
承载力下降对城市可持续增长提出了挑战。环境治理有利于长期竞争力提升，如在未来可以降低城
市在治理空气、水和自然环境方面的投资，降低为健康支付的成本等。Ｅｓｔｙ　＆Ｐｏｒｔｅｒ（２０１１）等证明，

良好的环境和改善后的环境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环境良好的城市比环境差的城市更
容易吸引人居住。许多学者建立模型以推演环境管制、创新和竞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通过
经验数据证实环境管制企业更容易催生创新和变革（Ｓａｒｔｚｅｔａｋｉｓ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ａｔｏｓ，１９９５；Ａｌｐａｙ，

２００２）。

第二，社会不公平性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的一般解释是人
们是否拥有获得工作机会和获得同品质生活条件的机会，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的公平性，也包
括是否存在对待外来移民和弱势群体的歧视行为和政策。社会公平与竞争力的关系被许多学者所
关注，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公平与城市竞争力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化城市
的主要议题（Ａｃ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认为：社会公平实质上反映资源的优化配置与
利用，因为社会不公意味着收入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的寻租行为会阻碍交易的进行。

Ｐｏｖｅｄａ（２０１１）用哥伦比亚的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社会不公平、贫困、教育与劳动市场的波动等是导致
社会动乱的因素，进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Ｋｉｔｃｈｅｎ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１０）结合犯罪率和
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加拿大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居民的社会状况将会影响对犯罪和
安全感的预期，进而影响人的工作效率。Ｅｌｌｅｎ　＆Ｏ’Ｒｅｇａｎ（２０１０）发现犯罪对城市的人口具有影响，

而人口又是劳动力的重要方面，进而影响城市的增长。因此，城市安全和公平的环境保证市民安居
乐业，有利于劳动力效率提高，有利于社会和谐与顺畅沟通，从而影响城市知识创新与溢出。Ｒａｎｃｉ
（２０１１）根据欧盟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欧洲社会不公平指数最高的城市多数分布在经济低迷和欠发
达的南欧地区。

第三，城市中心与外围间的差距扩大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保持和提高。首先乡村增长缓慢拖累
区域整体经济增长效率。从产业的分工合作上，农村地区的产业与城市相应产业的衔接，有利于完
善城市区域的产业链条，增强都市区的比较优势；城市和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产业和生产要素具有
互补性。农村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保存良好的物质和文化遗产等是城市稀缺的竞争力资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Ｗａｒｄ，２００５）。其次，城乡差距扩大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处在城市化过程中
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依照行政边界定义城市，那么城乡二元结构下表现出的城市和乡村（或乡镇）就
业、医疗、教育等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实质是城市问题。农村地区可以说是城市的补给站，为城市提供
劳动力、食品、动力能源、公共服务等（Ｄａｂｓｏｎ，２００７）。再次，乡村经济的落后会影响到消费，进而影
响到生产和创新（Ｐｏ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如果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市区只会导致城市的过度聚集。

过度集聚的负外部性影响被扩大，如交通的拥堵、城市贫困区的出现、环境的恶化、犯罪率的上升、农
村留守老人及儿童的存在等。因此，发达国家在可持续竞争力评估中将促进乡村地区竞争力提升，

提高大城市区域的综合进步作为一项重要目标（Ｋａｍａｌ－Ｃｈａｏｕｉ　＆Ｓａｎｃｈｅｚ－Ｒｅａｚａ，２０１２；Ｈｕｇｇｉｎｓ　＆
Ｃｌｉｆｔｏｎ，２０１１）。欧盟、英国、美国等地政府更加关注城市区域（ｃ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发展，不仅仅关注城市中
心的竞争优势，也注重城市外围的创造性优势资产的培育，增强中心和外围的联系（ＭｃＣａｎｎ，２００７；

Ｈｅａｌｅｙ，２００９；Ｄａ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三）从当地聚集优势到全球联系优势
城市的第一特征是聚集，第二特征是联系。城市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地方到全球，其决

定竞争力从依赖专业化的聚集优势到依赖多样化的聚集优势，再到依赖联系，甚至全球化的联系
发展。

第一，多样化产业集聚是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与持续提高的关键所在。企业集聚与增长是城市竞
争力的源泉。产业集聚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首先，产业集聚通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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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应与选择效应提高企业集群的平均生产效率，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在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ｒｉ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其次，产业集群与集聚形成可持续的创新创业环境。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利用美国１９７５－２０００年的数据验证了何种集聚结构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发现具
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公司与大的实验室紧密联系会促进创新为基础的增长。另有多项研究发现，培育
具有创新力的本地产业集群才能实现城市可持续的增长（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第二，信息化与智能化通过促进城市联系提升可持续的竞争力。首先，城市可持续性会受地方
的条件局限性和发展周期性约束，但利用全球联系可以克服地方的局限性。当今城市发展已经进入
全球化的网络社会（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０５），城市的内外联系网络既包括城市企业、市民、机构等组成的无形
的关系网络，也包括正式的内外沟通和交流的基础设施形成的有形网络（Ｍａｌｅｃｋｉ，２００２）。其次，以
现代交通通讯为基础的城市新的联系方式和设施对专业化生产和城市聚集产生了新的影响（Ｇｌａｅｓｅｒ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２００９；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１１）。再次，信息化与智能化还可以是知识创新的载体。Ｂｕｌｕ（２０１２）认
为现代交通通信设施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化水平，改善了城市的公共安全系统和城市治理系
统。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２）认为通过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加强沟通，提高城市服务的效率，整合了城
市功能，进而提高了城市竞争力。

第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提供了利用信息和现代科技提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成功案例。

韩国首尔、松都建立先进的“Ｕ－ｃｉｔｙ”（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１１；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ｉｎ，２０１２）。欧洲、加拿大、中
国等地推行“智慧城市”（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通过利用数字智能技术与现实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相结合，

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吸引创意阶层的集聚，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善城市教育、市政等环境（Ｃａｒａｇ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Ｐａｓｋａｌｅｖａ，２００９；Ｈｅｒｒｓｃｈｅｌ，２０１０）。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区通过城市信息规划
推出“智能城市”（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ｉｔｙ），便利居民生活和提升社区的智能化水平与服务能力（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Ｈｓ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五、评价体系：从一维经济竞争力到多维可持续竞争力的评估

可持续竞争力是城市经济竞争力研究的补充和升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设立政府竞争力政策
委员会（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欧盟设立欧洲竞争力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除此之外，英国劳工部、世界银行等政府和国际机构都设立专门的竞
争力评估机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定期对关注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
策建议。早期的评估多专注于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评估，而后期的研究从城市可持续增长和发
展的角度对城市竞争力进行多维度的衡量。

（一）城市经济效率竞争力评估
学者们最初认为城市竞争力的根本表达是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以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增长等

变量作为城市竞争力的最直接表达。Ｋｒｅｓｌ（１９９５）的竞争力评价模型中的经济因子用制造业增加
值、零售业产值和专业服务业产值合成为竞争力变量。Ｂｅｇｇ（１９９９）认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实质是生
活水平的改进（用人均ＧＤＰ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可以分解为单位工人产出、就业率和就
业参与率的乘积。单位工人产出代表劳动生产效率，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又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
响。

在具体的竞争力评估中，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经济社会指标作为竞争因素的代理变量，如Ｓｔｅｉｎｌｅ
（１９９２）用竞争力方程评估城市竞争力，人均ＧＤＰ和就业变动率表示城市竞争力的变动，企业规模、

研究密集度、创新能力和出口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解释变量。Ｋｒｅｓｌ（１９９５）认为城市竞争力由微观
经济因子和宏观战略两方面决定，每个方面由相关解释因素组成。经济竞争力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
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区位、经济结构、城市文娱等；战略因子通过政府效率、城市战略、公司部门合作
和机构设施反映。上述需求方程是通过回归方法对城市竞争力加以量化，运用回归系数评估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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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Ｋｒｅｓ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９９，２０１２）用上述竞争力方程对美国２４个大都市区的竞争
力进行评估和追踪。在Ｂｅｇｇ（１９９９）的竞争力金字塔中，最底层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各种环境因
素，包括自上而下的机构和宏观环境、公司特征、商业环境、创新和学习能力。在这个区域竞争力
评估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被看作是表示城市竞争力的显性因素，其他的环境因素是解释
因素。欧盟委员会（ＥＵ）采用上述模型对欧洲地区竞争力进行评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９）。

在实证研究中，显示因素和解释因素分开核算，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确定主要影响变
量。

部分政府机构和学者从吸引投资和企业角度，着重对城市和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比较和分析。

美国企业发展委员会（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早在２１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连续

９年对美国各州的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建立“省级区域发展报告”，目的是为州政府和地方决策者维
持本地营商环境提供参考，为企业投资提供评估标准。在评价指标上包括企业绩效、商业活力和发
展能力三方面的内容（Ｃｌ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自２００１年开始，美国笔架山研究院（Ｂｅａｃｏｎ　Ｈｉｌ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对美国５０多个州的长期竞争力进行评价。在此研究中，长期竞争力由地方政府与税收政策、安全
性、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商业孵化、开放性和环境政策等八个方面内容共同组成，每个大类指
标下又由若干分变量构成，总共由４４个分变量组成。报告估计了竞争力水平对地区人均收入水平
的影响，研究表明，竞争力水平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大约为１．４５左右（ＢＨＩ，

２００８）。自２００２年起，罗伯特·哈金斯委员会（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ｇｇｉ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平均每两年对英国４０８
个城市区域的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估。该经济竞争力由投入指数、产出指数和收益指数合成。投入指
数用经济活动率、每千人新企业数量、每千人公司数量、专业人员数量、知识经济产业比重等代表；产
出指数包括人均增加值、劳动产出效率和就业率；收益指标用每周收益和失业率两个变量组成
（ＲＨＡ，２０１６）。英国副首相委员会（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对３０多个欧洲核心城市的
竞争力进行评估，利用专家打分法对影响竞争力的因素赋予权重。长期的评估与研究发现：竞争力
的核心影响因素为企业和组织的创新、高技能劳动者、内外部联系、经济多样性和战略决策制定能
力。此外，许多专家和学者对于一些软要素给予了重点关注，包括宣传服务、中心区的功能、文化设
施、房屋质量、国家政策、环境友好度、政府工作和服务效率（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二）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多维评估
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居民福利水平不仅仅是生活水平，还包括生活

质量等目标。不同层级的城市发展目标也不相同，除了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以外，大都市和国际化城
市希望在全球分工中脱颖而出，提高国际和区域的吸引力，因此城市竞争力的评估呈现多维度化。

第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竞争力评估。Ｊ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２０１０）认为需要考虑经济增长引发的
环境和社会成本，要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入到竞争力研究，在对竞争力衡量时要全面考察城市的
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水平。他们在此框架下对中国２３２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竞争力水平进行评
估。同样，Ｂｒｕｎｅｃｋｉｅ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建立了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对
立陶宛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倪鹏飞（２０１３）从城市发展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出发，提出建设可持
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并分别从宜居的程度、经济的活力、创新的动力、生态环境、社会的和谐、开放
的文化、城乡协同等８个方面构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框架体系，并用相关指标数据来解释和测度
中国２８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以及全球５００个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回顾和总结３５个亚洲、欧洲、南美等地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案例后，提出“城市可持续
转型”的议题，其关键方面包括政府管理和规划、技术创新、生活消费、资源管理、气候、移民适应性、

交通可达性、建筑、空间环境和公共空间等方面，并认为政府管理和规划对其他方面起到了控制和杠
杆作用，启发我们探索城市可持续的转型和保持可持续竞争之路。Ｎｉ　＆Ｋｒｅｓｌ（２０１０）采用包括ＧＤＰ
总量、人均 ＧＤＰ、经济密度、劳动生产率、跨国公司数量等客观指标对全球５００多个城市的综合经济
潜力进行评估，竞争力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获得。该研究报告是迄今为止包含城市最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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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第二，基于外部性的城市网络联系评估。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城市突破国界限制参与国际
分工与合作，加入国际产业链条。城市的功能正在发生转变，不仅仅是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学
者们尝试总结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全球城市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和比较研究。英国著名经
济地理学家彼得·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４）主持建立的全球城市网络联系研究小组专门针对城市间的联
系网络进行研究。该研究利用高端服务业（金融、保险、会计、广告和商务咨询）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
建立的商业联系作为中间变量，对城市的外部影响力进行研究。城市中高端服务业公司数量越多，

越有可能与其他城市产生业务往来，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密切；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某一
城市设立越高等级的分支机构，则该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力越强。根据跨国公司联系建立城市间
联系指数，根据联系指数将城市分为α、β和γ等不同的等级，α等级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

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力。２００１年开始泰勒每四年对全球超过３００多个城市的世界网络联系进行评
估，其中纽约和伦敦一直是全球城市间网络联系最强的两个城市。

第三，基于知识溢出与创新的城市知识竞争力评估。许多国家将知识创造能力作为城市竞争力
的核心。美国信息技术部（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设立新经济指
数，对美国各州的经济对知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ＩＴ产业和创新的依赖程度进行评估。评估中所
用的指标包括以知识为基础的职务数量、全球化程度、经济动态增长、数字经济、技术创新（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ｅｓ，２０１０）。此外，美国技术管理委员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制定的技术经济指数从技术投入、技术产出两个方面对美国各州的技术经济生产效率进行评
估。技术投入包括科研基金、人力资本投资、商业咨询（ＯＴＰ，２０００）。罗伯特·哈金斯委员会（Ｈｕｇ－
ｇｉｎｓ，２００２）设立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对包括北美、欧洲和亚洲９０个地区的知识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
进行评估，其对知识力的解释是：“地区产生和创造新思想、新想法、新过程和新产品的能力，并且将
创新转化成社会财富。”知识力的产生从资本投入、知识经济生产、地区经济产出和知识可持续联系
四个方面评估。资本投入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四个方面的相
互作用形成知识经济生产函数，决定知识经济生产和地区经济产出。知识可持续联系取决于对未来
知识的投资和知识基础设施的投入。

城市竞争力评估实践发展表明，学者们从只注重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短期指标转变到关注
能够形成长期增长的因素；从关注经济增长本身到关注能够影响和衡量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如外
部联系、知识经济、生态环境及社会协调发展；从一国范围内城市间的比较到打破地域限制，探索全
球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梳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演进，城市竞争力决定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发展、评估方法和
评估框架的改进，以及构成因素的演变，我们发现竞争力概念和理论研究随着城市条件和城市实践
而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成为关注焦点。

第一，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可持续竞争力不仅关注短期的
经济增长，更是长期而持续的增长能力；其次，可持续竞争力的意义在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城市
竞争力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目标的兼容，是生态良好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的可持续经济效率的提
升；最后，可持续竞争力的目标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第二，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要素在多个方面呈现转变和升级。首先，以往的城市竞争环境建设
是基于城市满足外部需求、吸引竞争型企业为出发点，当今城市的增长动力或可持续竞争力来自于
内生供给即城市的知识与创新。其次，城市竞争力由偏重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转变。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主要包括具有质量比较优势的高端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而不是自然资源和一般要素的数量。

制度、政策、文化等成为提升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政府在营造竞争软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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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从生产要素禀赋向综合环境因素转变。可持续竞争力包括间接而长期影
响竞争力的综合性和集成化因素，即科技创新、多元文化、社会和谐与生态环境等关键因素。最后，
未来城市突破要素地域集聚限制，需要借助多样化聚集和智能化支撑的外部联系因素，而不是简单
专业化的聚集，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三，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对政府的政策实践提出挑战。首先，基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的政府政

策不能实现和维持长期的居民福利改善，考核机制、税收分配机制等政策的深层次变革呼之欲出。
其次，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共物品提供本身是竞争软要素，影响城市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这要
求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再次，全球化时代，城市
的竞争不局限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要素的流动性增强，政府在建设有利于高质量要素集聚中大有
可为。
综上，国内外文献中存在大量分别对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学术界也不乏对竞争力与可

持续发展的探讨，但是真正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长期可持续竞争力的研究仍然很少。可持续竞争力
与可持续发展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前者更多地强调可持续的增长，而后者重点突出“可持续”的
能力。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内涵仍需挖掘，仍需努力构建更为规范的可持续竞争力分析框架和理论
模型，如何用可持续竞争力概念指导城市发展实践也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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